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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与城市相比较，乡村是一个薄弱环节。从我国实际出发，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和我国财政体制密切相关。财政的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是
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体制改革，不仅与公共权力系统化改革相关，也与总体资源配
置机制改革相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重大改革均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20世纪 50年代
中期以来，因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国家对城市与乡村实行不同财政政策，无论是资源配置或是收
入分配，均偏重于城市，这是造成城乡差别悬殊、“三农”问题严峻的重要原因。要使我国“三农”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矛盾，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按照国
家发展规划，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50年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周年，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
略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乡村
发展不充分、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突出表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因此被
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农村空心化、农
业副业化、劳力老龄化等衰落现象实施的策略。与新农村建设相对而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
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农村建设相比较，第一个区别是用“乡村”取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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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以往之所以称之为“农村”，是因为农业是主要产业，农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绝大
多数人以农业为生，农村、农业、农民相辅相成。“乡村”则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非农产
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村民可分享二三产业（即全产业链）增值收益。第二个区别是开启城乡融合发
展的新时代。以往处理城乡关系准则，是统筹城乡发展，行为主体是政府；现在提城乡融合发展，
行为主体多元，包括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等。未来城乡关系，不是传统的城市与农村两个
空间互相分离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关系。第三个区别是须把农业现代化与
农村现代化结合起来。没有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必须的人、财、物不可能具备。第四个区别是
为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切实做到在干部配置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
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这意味着资源不再是农村向城市
单向流动，而是城乡间双向流动，各方面资源将会越来越多地回流农村。第五个区别是坚持“五位
一体”，全面挖掘乡村潜在功能，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以上五个区别涉及如何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系问题。乡村振兴与城市
化关系非常密切，离开城市的带动、反哺和辐射，乡村无法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
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当前所谓城市化，就是把农村化为城市，或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这种说法不全面。城市不仅包括人口、土地、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等物质要
素，还包括与其相依存的精神文化要素。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应是上述要素均要城市化。同时，
城市化并不意味把全部农村都变为城市。而是用现代先进的城市建设理念改造传统落后的农村，把
传统落后的农村转化为现代先进城市以及现代先进乡村。从城市化发展趋势看，无论城市化率多
高，仍存在一定数量或比重的乡村村落。无论这些村落现代化程度及接受现代城市文明辐射程度多
高，从范畴上说，仍称为乡村而不是城市。这样认识问题，才能正确理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意
义。205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其相适应，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也将全面实现。传统落后的农村将被建设成为现代化乡村。现代化城市和现代化乡村将
长期共存，而非相互替代。
二、“三农”问题源于城乡分割的资本原始积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是，到 2050年，
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为从根本上
解决“三农”问题。2004~2019年接连 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三农”问题，说明中央很重视
“三农”，也说明解决“三农”问题的艰巨性。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走的是非协调、非均衡发展道路，即追赶型经济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
路以暂时牺牲农村、农业、农民利益为代价，是一条重城市、轻农村发展道路。选择这条发展道
路，社会资源配置主体必然历史地落在政府身上，即把社会有限资源高度集中并由政府掌控，用于
发展最能带动经济增长的重点项目。重工业产业链长，拉动力强，既有利于加快国家工业化速度，
又是国防建设重点产业，被列入优先发展项目。但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投入大量资本。在
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1952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87.54%）、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其
所需大量资本，主要依靠农村、农业、农民提供积累，这被称之为“资本原始积累”。与一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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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资本原始积累具有强制性，依靠指令性行政手段。要使农民接受承担资本原始积累的任
务，须构建一整套相辅相成的制度体系，包括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藉此向基层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对重要农产品实行带有国家垄断性质的统购统销、禁止农
村生产要素商品化，等等。
与有些国家（如日本）依靠高农业税的形式积累资本不同，我国资本原始积累主要通过行政手
段、指令性措施，借助价格剪刀差（即暗税）形式积累资本。我国农业税占国家税收总数比重呈下
降趋势，即从1950年的39.0%降至1978年的5.4%，2006年1月正式宣布取消农业税。
（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国家对重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是在农产品供不应求背景下，为保证城镇居民需要所实行
的一种产品购销形式，即通过行政指令，以低于成本价值的价格向农民统购农产品，以低于市场
价格的价格供应给市民（凭票证供应）。以保证国有企业可招收到廉价劳动力，为国家提供更多税
利，扩大财政资金来源，体现了财政的分配与再分配职能。这种购销形式的负面效应，不仅未解
决农产品供不应求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也是计划经济成为“短缺经济”的根本原因。按照
市场经济规律，价格是反映供求的信号，又是调节供求的杠杆。供求缺口可用价格结清。但为实
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不得不通过国家强制性低价统购，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提供资本原
始积累。1977年我国农产品统购价格低于其价值 34%，而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 19.6%，剪刀差总
额为 335 亿元。其积累的资本相当于 1977 年全国国有资产价值总和，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 1/3。
1979~1994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提供的资本原始积累达15 000亿元。
（二）城乡劳动力价格剪刀差
即以“农民工”为载体的城乡劳动力价格剪刀差。通过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顶层设计，人为构
造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把农民工工资压到很低水平，与城市劳动力价格形成悬殊的剪刀差。
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低成本廉价劳动力，吸引国外资本大规模转移到中国，有效加快我国
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实践经验显示，哪个省、市，哪个地区，吸引的农民工越多，工业化、城
镇化速度就越快，经济发展速度也越快，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就越强。必须指出，农民工不是职业
概念，而是身份概念。即在城市就业务工，不管时间多长，年龄多大，农民身份无法改变，不能
和市民享受同等权利。在劳动力供大于求情况下，这种制度勉强可维持；在劳动力供不应求时，
倒逼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否则就会出现“民工荒”“招工难”，城镇化速度也会下降。2010~2017
年，我国城镇化年提高率从 3.33%降至 2.04%。与我国所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 65%的城镇化率
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艰难，源于改革收益与改革成本的不对称。只有中央政
府承担更大改革成本，这项改革才能得到切实推进。
（三）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
即城市土地与农村土地价格剪刀差。我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城市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我国现行政策是，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城，向城市供给低成本劳动力
资源，但禁止农村土地进城，不让农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农村土地要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须
由国家征用转为国家所有，再由地方政府高价出售给开发商。由此派生出“农民工”“城中村”和“小
产权房”的怪胎。地方政府独家出售的土地收入，构成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 40%~50%，即通常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地方政
府出售土地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收入。2018年上半年这部分收入达 26 941亿元。二是房地产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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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费收入，如房地产营业税、建筑税等，2018年上半年这部分收入接近 1万亿元。三是通过低价
出让工业用地优惠招商引资，涵养税基。四是城市融资平台是以土地抵押作为融资媒介获得银行
贷款，以此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众所周知，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用于住房建
设的土地仅占城市建设用地15%。这部分稀缺资源出售被地方政府垄断，而住房需求旺盛，包括消
费需求、投资需求、投机需求，导致地价、房价迅猛上涨，给房地产调控造成两难选择。因实体
经济产能过剩，导致金融资源过多集中于需求旺盛的房地产，使房地产部门呈现高价格、高库
存、高杠杆。而高房价又吸引各种社会资本涌入，加剧房地产市场扭曲。如果宏观上深度调整房
地产，强制房价下降，必将冲击相关 60多个行业，导致金融机构资产恶化，地方财政负担加重，
甚至可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发整个经济体系剧烈波动。2018年 7月 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
会议，明确提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建立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预期。以前的提法是坚决遏制房价
过快上涨，现在的提法少了“过快”两个字。几年前，浙江省温州瑞安市（县级市）房屋拆迁，实物
补偿，发给未来新房的选房证，房子未盖好，选房证被炒热，一平方米从 2千元炒至 2万元。据预
测，我国目前房地产价值相当于 2018年GDP的 4.1倍。20世纪 80年代末，日本东京房地产价值曾
膨胀到相当于美国全国房地产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分税制改革最直接的效果，是大幅度提高中
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即从1993年22.0%提高至2000年52.2%，中央财政实力和宏观调
控能力明显增强。但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却从1993年78.0%降至2000年47.8%，而
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和事权）并未减轻，若无“土地财政”，则不可想象。
（四）农村存贷款价格剪刀差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业务呈萎缩状态，农业发展银行未发挥应有作用，
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失去金融合作的性质。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房产无产权证，向银行贷款无
法律认可的财产权作抵押，急需用钱只能向高利贷者求助。以 2010年为例，全国农户储蓄存款余
额为 5.9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为 2.6万亿元，两者相差 3.3万亿元。农民以低存款利率的途径，通
过国有银行转变为城市国有企业的低成本资金，又以高利率向高利贷者借款，形成悬殊的资金价
格剪刀差。据《浙江温州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初稿》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48%，相当于国有
银行贷款年利率的8倍。
政府通过以上强制性制度安排，将农民相当一部分收入，直接或间接转移到国家财政收入
中，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或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形成资本原始积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
一方面是国家从农民那里取得很多，却较少给予农民。且不说改革开放以前，即使改革开放以后
至 20世纪末，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重，绝大多数年份不到 10%。1998年为比重最高一
年，也只有 10.7%。我国资本原始积累建立在抑制农村和农业发展、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导致
农民和农村贫困（1957~1977年的 21年间全国农民年均增收 1.2元），抑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
供给短缺矛盾未得到缓解。1957~1977年的 21年间全国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粮食 1市斤。造成农村
产业结构长期处于单一（主要是粮食种植业）的失衡状态。只有逐渐减轻农民所承受的资本原始
积累任务，实现从农业为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性转变，从
根本上改革“重城轻乡”的财政分配再分配制度，才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以后，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依然向着有利于城市的方向演变，农民的组织化程
度低说明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话语权小，意味着谈判能力低，缺乏讨价还价
能力，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很难使农村与城市处于平等地位。与我国不同，韩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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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农协对保护弱势地位的农民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代表农民与政府谈判，反映农民呼声，还
在市场交易中保护农民应得利益。农协一手联结农户，把千家万户结成庞大利益共同体；一手联
结市场，通过农协代表农民与市场主体谈判，影响力大，谈判力强。其农产品销售往往处于卖方
市场，农资购买往往处于买方市场。在城乡产品交换中，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较小。因土地属农
民私人所有，非农建设用地需要农民土地，按市场价格交换，农民收入提高。
三、深入改革“重城轻乡”财政体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解决钱从哪里
来的问题。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投入保障制度，重要方面就是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公共财
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财政支出重心明显转向社会发展和民
生改善，坚持以人为本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已逐渐融入政府财政建设实践中。增强公共性职能
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首要条件。所谓公共性职能，是指政府为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社会
成员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公共职能缺位是造成城乡差别悬殊的重要原因。加强
公共性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构建城乡平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公共财政是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要求的一种较普遍财政模式，是指国家通过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
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具有矫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
等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物品由市场配置资源。凡是可由市场提供物品和服务的投资领
域，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最有效，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但在农村仍存在公共物品
和公共服务投资领域。私人不愿意投资或供给缺乏效率，这就要求建立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公
共财政体系，以便承担这部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责任。所谓公共物品指的是为满足社会
公共需要而提供的，无差别地由应当享受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享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分配机制具有明显的城乡分割、重城轻乡特征。在计划经济时
代，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明显小于农业各种税收总额，考虑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因素，农民为国家
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1993年 12月 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决
定从 1994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相对于财政包干体制，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理顺政府间
责、权、利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挖掘财源、扩大财政收入积极性。但因改变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
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从 1993年 78%降至 2010年 49%，而地方政府事权和
支出责任，却未减少，甚至有所增加，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便难以避免。不仅如此，
当时的分税制只是中央和省两级分税，省级以下政府并未进入分税制状态。导致财权逐级上移，
事权逐级下推。由于乡镇政府是最低一级政府，无法再向下一级转移，乡镇财政难以运转，必然
加重农民负担。据安徽省调查，1998年乡镇负债与乡镇财政收入之比，超过 100%。这种财政体制
明显不利于乡村发展与振兴。
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2003年 3月中央下发文件，正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于 2005年正式宣布取消农业税。伴随我国农业税改革深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从
过去的“负担沉重”转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主要原因是城乡分割的公
共物品投入体制，突出表现在“重城轻乡”的财政体制。1998年国家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作为财政预算支出的重要方面。20年来，随着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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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迅速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改善。但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由农民提
供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正是城乡二元财政体制或城乡二元公共物品供
给体制，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落后于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城乡差别不断扩大。2002年党的
十六大召开，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发展支持力
度，国家与农民之间利益关系经历了从“多取”到“少取”再到“多予”的实质性转变。公共财政的阳
光逐步照到农村。2006年 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味着发展
理念和基本取向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增长的基本取向由效率转向公平与效率并重；发展的基本取
向由单一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稳步推进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
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
一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使我国经济社会朝着高质量、高效率、重
公平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
当前我国财政体系改革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厘清并规
范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收支的分配关系，合理界定和配置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优
化转移支付结构，逐步推进省级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须指出，
实施分税制并不意味着使地方拥有足够自我平衡的税收收入，其收支差额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
补助或转移支付予以弥补。为适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今后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应重点放在
县、乡（镇）两级。要正确处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关系，较大幅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
付所占比重。因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一种不带或无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其目的是重点解决各级
政府间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不对称问题，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有足够财力履
行政府基本职能，提供与其他地区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公
共服务供给是衡量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据。十八大报告因此提出：“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
还须指出，“重城轻乡”的财政体制之所以可持续运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城乡产品交换和
要素交换不平等基础上，即寓分配于交换之中。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构建，抑制农产品市场和农村
要素市场发育，以不等价交换方式直接或间接积累财政资金，将大部分财政资金投向城市，导致
城乡差别扩大。提高农产品市场化和农村要素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
收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等价交换，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和城乡融合
发展。十九大报告因此把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列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通过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从根本上改变“重城轻乡”财政体制。
四、加大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力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即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
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其中重要环节。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区域由点、
线、面三个空间形态要素组成，区域中最小的一体化基本单元就是县域，可把区域经济看成以县
域为基本区域单元构成的多层次地域经济体系。作为区域经济最基本单元，县域经济承担城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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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基础性功能和作用。实践经验表明，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一般的城
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不同，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小城
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与县域经济发
展、壮大相辅相成的农村城镇化，建立在农村经济繁荣、农民走向富裕基础上，农民进入小城镇
的门槛和成本较低，有利于农民转变为小城镇居民。全国第一座农民城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的发
展历程，为全国农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成功范例。
20世纪 8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市管县”，即地级市管县。目的是发挥城市对农村辐射带动，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但实行结果适得其反，出现重城市轻农村严重倾向。问题在于，只要地方政
府承担拉动经济增长重任，只要地方政府还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必然把经济工作重心放在二三产
业，放在城市发展上。实践经验表明，市管县体制从资源配置上强化了市级政府调控能力，出现
地级市本级与县级争利，导致财富日益向市级集中，财政投放日益集中于市本级，明显削弱县、
乡镇提供公共产品能力。1993年实行的分税制，是一种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体制，进一步
强化了这种功能。
针对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2005年 6月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提出，改革县乡财政管理方
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乡用县管”的财政体制。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
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有条件地方可加快推进“省
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2006年 3月全国人大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又指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
理体制，有条件地方可实行省级对县的管理体制，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2008年 8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继续推进省直接管理县的财政体制改
革，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权
限。2011年 3月全国人大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指出：“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稳步推进扩权
强县改革试点。建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增强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
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比重。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在投资审
批、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行政管理权限。”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指出：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所谓“省管县”体制，
指的是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三级体制转变为省代市的二级体制。包括财政意义上的
“省管县”，和行政体制上的“省管县”。这是借鉴浙江省长期实行的省直接管理县体制，带动城乡
经济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该省的改革思路是：强省先强县，强县先强镇，强镇依托于农村经济
的繁荣。在实行财政省直接管县、行政半省管县的同时，还实行强县扩权、强镇扩权。其要义是
权力下放，其核心是藏富于民。浙江省土地面积在全国省份排 29位，经济总量排第 4位。城乡差
别比全国平均值小近一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 33年全国第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连续
10年全国第一。2017年人均GDP达到 13 634美元，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4
95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5􀏑1。
我国财政体制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财权逐级上移，事权层层下推，导致基层政府（县、
乡）提供公共产品能力很弱。2008年 4月 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一份报告显示，全国四分之三的县
是财政赤字县，县级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乡镇财政更加困难。为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
品能力，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在投
资审批、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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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
镇，可给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 就是要解决乡镇责大权小的问题。镇级权限的财
权和事权无法实现特大城镇建设和为超十万人口提供充足公共服务及有效管理，导致基础设施、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人口管理等方面严重滞后。目前全国已有 13个省试点“扩权强镇”。如浙
江省强镇扩权目标是把规模较大的镇，按照城市功能建设和管理，使其逐渐成为特色鲜明的现代化
小城市。强镇扩权内容是扩大镇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用设分局的办法（包括财政地税、人事劳
保、规划建设、环保监察、国税、工商、质量检查以及国土资源等），把县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权
力下放给镇。由县主管局授权，分局自主审批及处罚，县局备案，其特点是不改变行政区划。强镇
扩权除权力下放，还要理顺财权和事权，须将一部分财权下沉。如浙江省政府规定，在中心城镇收
取的规费和土地出让金，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地方留成部分向中心镇倾斜。绍兴市规定，除上缴中
央和省财政部分，增收部门不再由县镇两级共享，全部返给乡镇。乡镇财权扩大，使乡镇政府有可
能把更多的支出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强化居住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与强镇扩权同时存在的是“乡
财县管”。其出发点是防范乡镇政府债务危机。采取的对策是权力下沉、资源下移，以解决基层供
给能力弱化问题。
按照国务院撤县设市的标准：县城所在镇人口不低于 12万人，其中非农人口不低于 10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不低于 60亿元，财政收入不少于 3亿元，二三产业比重 75%以上。温州永嘉县瓯北
镇、苍南县龙港镇、平阳县鳌江镇、瑞安市塘下镇、乐清市柳市镇，均达到甚至超过上述标准。苍
南县龙港镇 2015年常住人口 4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227亿元，财政收入 23亿元，列入编制的交警
只有 8人（按照厦门比例至少要 500人）。广东东莞市虎门镇，2015年常住人口 60多万人，地区生产
总值 447亿元，财政收入 25亿元，列入正式编制的行政人员只有 80多人。我国城镇体系之所以要
求建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为防止把城市化理解为单向向城市转移的错误倾向。这种
错误倾向直接导致土地、劳力、资本等要素向城市过度转移，导致农村和小城镇空心化。这种局面
应尽快加以扭转。十八大以后发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增强中
小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小城市和特色镇”。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真谛，在于其与解决“三
农”问题紧密联系。我国之所以不使用国际通用的“城市化”提法，而是使用“城镇化”提法，就在于
突出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小城镇是城市之“尾”，乡村之“首”，小城镇健康发展有利于基础设施向
农村延伸，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向城乡一体化方向演变。根据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精神，城镇化包括有形城镇化与无形城镇化，城镇化不仅包括人口和
其他要素向城镇空间转移，还包括以城镇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农村，农村人口虽不进城却能享受城市
文明，也是城镇化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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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y
Deepening Fiscal Reform
XU Jingyong
( Faculty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China is a problem of financial
system.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ystem, whether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or re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tends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he vast number of farmers undertake the task of heavy
capital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emphasizing cities and neglecting rural areas"
accelerat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ut makes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prominent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widening.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ystem of "emphasizing cities and neglecting rural areas", focus on solving the
outstanding problem of mismatch between financial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existing in grass-roots
governments, rapidl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ounty and township (town) governments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make public finance more inclined to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nd ensure that the
investment of financial funds is in line with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finan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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